
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
谱写的一部史无前例的壮丽史诗。为了解决长征中的生
活给养和作战物资补给等问题，并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，
中央红军开展了一系列经济保障工作。

积极生产应对转移

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，任何军事行动或战争行为都
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准备。

中央红军长征前开展的经济准备工作主要在 1934
年 5 月到 1934 年 10 月中下旬。1934 年 5 月，中共中央
和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
战略战术影响等问题，红军的战略退却问题成为讨论议
题之一。最后会议决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到苏区外
部作战，并进行一些战略转移的经济准备工作，主要是贮
备粮食、冬衣，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；建造新的兵工厂，
以修理机枪、迫击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，特别是迫击炮弹
和手榴弹等等。

1934 年 9 月，蒋介石开始集结各路“围剿”红军的国
民党军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，致使苏区
的面积大幅度地缩小，使得苏区人力、物力等资源严重匮
乏，中央红军已无法继续在苏区立足。面对这种严峻形
势，中共中央最后紧急决定将红军突围转移时间提前到
10 月上旬，并开始紧急动员、部署和实施经济准备工作，
强调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作为
第一等基本原则，要求在与敌人战斗时尽量节约兵力和
物资，减少伤亡，保存力量，并要求各军团在 10 月 1 日前
组织好后方机关，加强运输队伍建设。

为了更好地保障红军战略转移中的生活补给和作战
物资需要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反“围剿”斗争形势的
变化，对经济准备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。

一是突击军品生产，强化军需保障。苏区军事工业
局所属兵工厂、被服厂日夜忙碌于军需生产，工人们自
1934 年 5 月开始，每天自愿多义务劳动 1 到 2 个小时，使
军品生产量在突围前的几个月里得到迅速提升，红军装
备得到很大改善。

二是组织筹粮借谷，确保部队需求。1934 年 6 月 2
日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要求各级党部及苏
维埃紧急筹集二十四万担粮食，同时要求开展群众节省
三升米的运动，没收地主、征收富农的粮食六万五千担，
发动群众借十万担谷给红军。7 月 22 日，中共中央和中
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《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
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》，特批准各级苏维埃与工农群众
的请求，举行秋收六十万担借谷运动，要求在 9 月 15 日
之前完成。

三是加大筹款力度，增加现金储备。1934 年春，中
央下令将苏区中央银行埋藏在瑞金附近大山里的大批金
银珠宝和钞票全部挖出，于长征前夕分发给各军团，并号
召各地响应中央财政部号召，努力发动群众积极查找地
主埋的金银窖。

四是调集苏区财产，搬走一切物资。中央红军离开
苏区前，中革军委发出了把一切都要带走的指示。为执
行这一指示，红军总部宣布中央教导师担负帮助中央机
关搬运物资任务，并派出 3000 多人分赴中央机关及其
直属的兵工厂、印刷厂、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、整理
物件。

“大搬家”负担沉重

为了执行中革军委关于一切都要带走的指示，红军
长征初期采取的是“大搬家”式经济保障工作。中央红军
突围出发时，不仅携带了大量的粮食、衣被、武器和弹药
等军事作战所必备的物资，而且携带了大批辎重，包括极
其笨重的兵工厂、印刷厂、造币厂的机器设备，野战医院
的 X 光机，以及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等，甚至还携
带了不少笤帚、擦机布、破工作服、烂手套等废旧破烂。
这些“坛坛罐罐”加起来共有数千副担子，其中仅苏维埃
中央银行携带的财产（包括黄金、白银、钞票和印刷钞票
的机器等）就有一百多副担子。

为了携带这些物资，红军组织了庞大的后勤运输队
伍。1934 年 10 月，踏上长征征途的中央红军部队主要

有红一军团、红三军团、红五军团、红八军团、红九军团、
军委第一纵队（红安）和军委第二纵队（红星）等。其中的
军委第一、第二纵队为机关和后勤部队，主要承担“大搬
家”工作。同时，其他各军团也编有不少携带大批辎重的
后勤部队。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诺描述红军的“大搬家”
情形时指出：“兵工厂拆迁一空，工厂都运走机器，凡是能
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，组成了一
支奇怪的队伍。”

红军长征初期实施的“大搬家”式经济保障工作，大
大增加了红军行军中的非战斗人员，增加了红军行军作
战人员的负重，这不仅延缓了红军部队的行军速度，使国
民党“中央军”和地方军阀得以从容地在红军长征方向部
署一道道封锁线，而且使红军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
中屡失有利时机，给红军部队造成巨大损失，致使红军在
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 8.6 万人只剩下 3
万多人。

为了能够轻装行军作战，红军后来不得不采取一些
措施。当红军行军在五岭山的羊肠小道时，丢掉一些难
于运输的大型机械；当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山区（土名
称老山界）时，红军再次扔掉了一些从苏区搬来的“坛坛
罐罐”，有的部队甚至抛掉被服等个人用品，只背着枪械、
子弹、手榴弹等武器。

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（即遵义会
议）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决
议》，严厉批判了“大搬家”式经济保障工作的危害，并着手
有组织地转变“大搬家”式经济保障工作。1935 年 12 月
上旬，当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（今威信）地区进行了整
编，决定把笨重物资精简掉，包括总卫生部从苏区运来的
一台德国造的X光机，以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。这次扎西
整编，精简了机关，充实了基层，处置了笨重物资，比较彻
底地转变了“大搬家”式经济保障工作。此后的红军经济
保障主要依靠就地取材，包括取之于敌和取之于民等。

长征沿途取之于敌

取之于敌是我们党和红军在苏区确立的一项重要的
经济保障工作方针，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项中心任务。
1935年2月16日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发的动员令《告全
体红军战士书》就明确指出：全体同志，打胜仗，消灭大量
敌人，缴他们枪和子弹，武装我们自己，并武装云贵川数千
万工农劳苦群众，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。

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后，由于红
军长征沿途大多数地区革命的基础较薄弱，红军缺乏有力
可靠的后方支援，加上红军长征沿途许多地区经济发展水
平十分落后，不少地区为少数民族居住区，向当地群众筹
集物资有相当大的难度。更主要的是敌人在红军长征前
进方向实行坚壁清野政策，增加了红军向沿途群众筹集物
资的困难。面对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和环境，红军不得不
将取之于敌作为长征途中经济保障的主要来源。

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依据行军作战的具体情况，采取
了许多灵活有效的取之于敌的经济保障方式。一是利用
打歼灭战方式收缴敌人的物资和装备。如 1936 年 10 月
21 日，红军在吴起镇以西的五里河口战斗中消灭敌一个
骑兵团，打垮敌三个骑兵团，收缴了该部所有火炮、迫击
炮、重机枪与重型武器，另外还收缴了驮马、战马各800余
匹。二是在击溃敌军的战斗中收缴敌人的物资和装备。
1935年10月的腊子口战役中，红四团在腊子口不远处的
大刺山一带击溃了在大草滩夜营的鲁大昌部后卫营，缴获
了敌人几十万斤粮食，2000 斤食盐。三是通过乔装国民
党“中央军”智取敌军物资装备。1935年4月9日，红九军
团在马鬃岭地区担负掩护主力红军南进任务时，军团侦察
科科长曹达兴化装成国民党“中央军”团长率领侦察连战
士，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夺取了长岩镇，俘虏全部敌军，缴
获了全部枪支。同一天又以同样方式夺取瓢儿井，缴获
了大批物资，补充新军装 800 余套。四是乘敌不备截获
敌人的物资和装备。1935 年 4 月 28 日，军委纵队前梯队
在曲靖以西约 8 公里处缅甸坡关下村隐蔽，打前站的总
司令部管理科长刘金定和作战参谋吕黎平带领先遣分队
在通向昆明公路上截获薛岳部汽车一辆，缴获龙云批给
薛岳的云南十万分之一地图 10 份，白药 10 箱。这次缴
获的物资特别是地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。五是没收
沿途土豪劣绅的浮财。如 1935 年 2 月，中央红军在扎西
整编期间，从当地土豪中没收了大量的粮食、布匹、盐巴、

“毛边猪肉”及其他浮财，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发给了当地
各族穷苦群众。

公平买卖赢得信赖

毛泽东指出：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
众之中。”取之于民是我们党和红军在苏区的一项重要的
经济保障工作。早在根据地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情况
下，我们党和红军通过广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
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，坚持把取之于民作为红军经济
保障的一个重要来源，有力地保障了红军的生活给养和
作战物资补给，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得以不断发展壮大。

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后，由于面对力量几十倍于
我的国民党“中央军”和地方军阀的重重包围和围追堵
截，加上沿途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，红军的生活给养和作
战物资补给远比根据地时期困难得多。为了更有效地保
障红军的给养和作战物资需要，红军在长征途中灵活开
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取之于敌的经济保障工作的同时，还
积极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取之于民的经济保障工作。

由于红军长征沿途中的群众基础相对比较薄弱，遇
到的具体情况又极为复杂，因而红军只得因地制宜地实
施取之于民的经济保障工作，通过不同的方式从当地群
众处筹集和获取红军所急需的物资。一是通过深入的宣
传工作争取群众自觉无偿援助。1935 年 2 月，中央红军
进驻云南扎西整编期间，积极向当地群众宣传党和红军
的政策主张，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。扎西人民不仅
帮助红军挑水、劈柴、煮饭、打草鞋等，而且主动帮助红军
筹集物资，使红军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。二是向沿途群
众采购和筹借粮食等物资。1934 年 11 月 7 日的《红星》
专门发表了《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》的文章，强
调“不强买东西、买东西要给钱”。红军严格遵守“三大纪
律、八项注意”中规定的“买卖要公平”原则，积极向当地
群众购买红军所需的物资。三是必要时用留凭证方法购
买或筹借粮食等物资。中央红军长征途中，由于敌人向
沿途当地群众散布谣言，恶毒攻击和诬蔑红军，并对当
地群众进行威胁，有时当红军到达某些地区时，一些不
明真相的群众一逃而光。当粮食等物资极度匮乏又无
法找到当地群众购买时，红军只得采取留下字据等凭
证方式购买或筹借物资。1935 年 7 月,当红一、红四方
面军会师向松潘北上途中,沿途各地正值收割季节,部
队严重缺粮。为了就地筹粮，红军颁发了《关于收割番
民麦子问题》的通令，规定部队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
食的时候派人到番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,且必须
将所收的数量、收割原因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,番人回
家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。红军采用这种方
法在黑水、芦花等地半月筹粮 1 万多斤。毛泽东在谈到
这次筹粮时指出：“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,有一天我们
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。”
红军采取的取之于民的经济保障方式及其做法，不仅缓
解了红军生活给养等困难，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向当地
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作用。

总的来看，长征出发前的经济保障准备工作主要是
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军战略转移举棋不定情况下
开展的，经济准备工作既要服务于红军必要时进行战略
转移的需要，同时更要服务于当时确立的“用一切力量继
续捍卫中央苏区，通过红军顽强抵抗求得反‘围剿’战略
形势上的变更”这一指导方针的需要，因而专门为红军长
征所进行的经济保障准备工作并不充分，且缺乏针对性，
致使红军最后决定突围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时显得十
分仓促，不得不采取把一切物资都带走的保障方式。这
种“大搬家”式经济保障工作致使红军部队的行军作战处
处被动挨打，使红军力量遭到惨重损失。

遵义会议后，红军彻底转变“大搬家”式经济保障工
作，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灵活有效的“取之于敌”和“取之
于民”等就地取材的经济保障工作，这些经济保障工作对
帮助红军克服沿途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为艰苦的经
济条件，保障红军的生活给养和作战物资的补给，并最后
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同时也启
示我们，为了更好地开展军事斗争准备，增强军队能打仗
和打胜仗能力，经济保障工作的开展需要果断和正确的
军事战略方针作为牵引，需要有效适应军事斗争面临的
形势和任务，需要总结和吸收战争实践取得的成功经验，
需要充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与之配合。

长征中的经济保障：

从“大搬家”到就地取材
□ 杜人淮 曹 超 杜鹏瑞

红二十五军在长征路上缴获敌人的望远镜。

打四川泸定桥缴获的七九子弹。

乌蒙山辗转。（资料照片）

▲苏维埃纸币。（资料）

长征出发时岭秀芬大妈送

给红军总司令部交通队班长陆

庆章同志的银币。

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缴获国民党的山炮。

1934 年 10 月初，红八军团奉命撤离

到兴国县南端的社富乡，进行长征出发

前的休整。（资料照片）

红军长征前缴获敌人的一台手摇发

电机，红军总部一直使用到陕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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